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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

同乡聚集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安全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七个大城市的微观调查  

叶俊焘，蔡丽明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 使用 ２０１９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 ７ 个大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调查的数据，在尽可能克服样本选

择偏差和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同乡聚集的独特视角考察了农民工职业安全，发现：第一，同乡聚集对

农民工职业安全存在实质影响，雇员聚集显著增进了控制性职业安全，雇员－管理者聚集则显著提升

了感知性职业安全，但抑制了控制性职业安全。 第二，雇员聚集通过促进正规集体行动来提升控制

性职业安全；雇员－管理者聚集通过削弱剥夺感提升感知性职业安全，通过降低正规和非正规集体行

动抑制控制性职业安全。 第三，居住聚集放大了雇员聚集效应，削弱了雇员－管理者效应；更高人力

资本和职业阶段的农民工更少依赖同乡聚集。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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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同乡聚集一直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独特风景，其中，工作空间的同乡聚集最为典型。 受经济

动机和链式迁移特征的共同驱动，农民工与企业间的劳资关系得以形塑，并影响经济融合进程。
现实中，相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在工作空间高密度分布，地缘社会网络得以在工作空间延伸与拓

展。 科学认识同乡聚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农民工作为我国重要的劳动力

群体，其就业质量关系、和谐劳动关系的营造，最终决定产业稳定和转型升级；就业质量作为农民

工城市生活的基础，关系农民工职业发展及其相关消费与投资，进而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已有文献集中考察了同乡聚集与移民经济绩效的关系。 国外研究较为丰富，但分歧明显。

同乡聚集易于使移民个体在价值规范上趋同，导致贫困被复制 ［１］ 。 同乡聚集被标签化后，将放

大公共资源歧视 ［２］ ，导致移民无法平等获取工作机会和薪酬 ［３］ 。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同乡聚集通

过剥夺教育和工作机会，从而阻碍移民工资增长的证据 ［４－５］ 。 相反，同乡聚集也被认为是经济

和社会理性共同驱动的结果，并为新进移民提供初级社会关系支持 ［６］ ，避免其在流入地遭受冲

击 ［７］ 。 Ｅｄｉｎ［８］ 和 Ｄａｍｍ［９］ 准确识别了同乡聚集对低技能移民工资的正向因果效应，其机制在于

同乡聚集有利于工作信息的传播，并改善工作－技能的匹配质量。 国内研究较少关注同乡聚集，
且已有结论并不一致。 张春泥和谢宇 ［１０］ 发现同乡聚集导致农民工获得更高收入，魏万青 ［１１］ 在

实证中克服了内生性，确认了同乡聚集对收入的积极效应，同时发现在聚集类型和职业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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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存在异质性。 然而，Ｚｈａｏ 等 ［１２］ 实证发现同乡聚集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并更容易

使他们进入非正规就业。 即使是前期对同乡聚集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在后续研究中也发现，同
乡聚集仅仅保护了农民工的底线权益，却无法增进其基本和发展型权益 ［１３］ 。

由上可知，已有文献较少将同乡聚集与职业安全建立联系，如果将同乡聚集理解为一种与

迁移相关的适应策略，那么农民工普遍作为低技能劳动力，聚集的回报更多集中在降低风险而

非提升收入，而职业安全恰好是市民化风险的基础性表达，因此，正确认识同乡聚集对农民工职

业安全的作用，有利于顺利推进市民化 ［１４－１５］ 。 同时，在核心自变量的测量上，当前研究仅利用

区位形态 ［１６］ 、工作语言 ［１７］ 、族裔产业 ［１８］ 、雇主－雇员同乡关系 ［１９］ 、同乡人数占比来识别同乡聚

集与否 ［１１］ ，忽略了同乡聚集规模。
鉴于此，本文选取一个反映就业质量的综合变量———职业安全，涵盖失业感知、就业拓展和

权益保障，利用 ２０１９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 ７ 个大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调查的数据，尝试回答一些

重要但尚未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同乡聚集对农民工职业安全存在怎样的影响？ 背后的机制是

什么？ 在不同网络特征和依附程度上存在怎样的差异？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短期来看，有助于合

理引导同乡聚集，构建良序劳资关系；长期来看，有助于为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证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同乡聚集的形成与效应分歧

农民工以同乡为纽带的迁移本质上与国际移民依托族群网络的迁移相类似，因而可以用经

典迁移理论来解释农民工同乡聚集的形成。 中国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城市化的制度路径使

农民工在各类资源要素获取和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必然诉诸在居住或工作上的同

乡聚集来集体应对可能面临的歧视，以换取城市生存空间。 同乡聚集的这种自组织性意味着农

民工更愿意在老乡间寻求帮助，包括寻找工作或住处，以及低成本适应城市生活 ［１９－２０］ 。
工作空间中同乡聚集效应的分歧主要源于同乡网络渗透进雇主、管理者和农民工三者的权

利关系中。 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一方面，通过信息、信任和人情机制的作用，农民工更容易获取

合意岗位、晋升机会、维护权益和扩大收益 ［２１］ ；另一方面，由于同乡网络兼具工具性和规范性，
雇主和管理者身份的参与者倾向利用同乡聚集构建一整套适应性的生产政治体制，以达到资方

利益的最大化。
（二）同乡聚集对职业安全的多维影响

Ｗｉｔｔｅ［２２］认为职业安全既包含对当前工作存续性威胁的感知，也包括个体消解这些威胁的

能力。 Ｖｕｕｒｅｎ［２３］ 认为职业安全是一种压力源，个体将形成对压力的心理反馈并采取适当行动，
使组织内部活动呈现多样性。 学者们普遍从感知和控制两个维度考察职业安全，前者是面对压

力时的心理应激状态，后者则衡量处置压力导致的一系列资源创造、转化和利用行为 ［２４］ 。 同乡

聚集兼具网络同群效应和资源供给功能，与职业安全的不同维度产生联系，形成不同影响。
感知性职业安全是对未来失去工作概率的主观判断，基于个人偏好而产生压力，工作是个

体社会参与并得到认可的关键，失去工作意味着诸如获取收入、家庭外部社会联系、个体或社会

性发展等需求的挫败，以及金融、社交等重要资源的损失 ［２５］ 。 同乡聚集形成以身份认同为核心

的社会网络，对感知性职业安全的效应依然存在分歧：一方面，在雇员身份的同乡聚集（以下简

称为雇员聚集）中，所有个体均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同群效应使工作不安全的压力和紧张情

绪传导和扩散，导致其感知到未来失去工作的风险更高 ［２６］ ；另一方面，如果同乡聚集涵盖雇主

或管理者，即雇员－管理者身份的同乡聚集（以下简称为雇员－管理者聚集） ，他们会倾向借助同

乡网络营造互利关系、情感纽带和信任，减轻心理压力，以保证生产效率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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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职业安全意味着对失去工作威胁的控制 ［２８］ 。 资源保护理论认为，个体努力获取、维
持和培育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源，当这些资源被耗尽或受到威胁时，就会感觉到压力 ［２９］ ，他们倾

向通过其他路径寻求资源，以应对这种压力 ［３０］ 。 控制性职业安全表现为与劳工权益相关的一

系列可供观察的结果，包括寻找替代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和享有社会保险等，尽管它们被制度严

格规定，政府还配置了大量监管资源，但相对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仍显不足，需要劳资双方基于自

身力量进行博弈，这就为同乡聚集解释控制性职业安全提供了空间，因为链式迁移所形成的同

乡聚集，正是农民工显示谈判力量和获取谈判资源的重要依托。 当农民工面对未来可能失去工

作的压力时，他们将会通过互助行为如共享就业信息和关系资源，帮助同乡在短期内寻找替代

工作 ［３１］ ，以及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集体行动，给资方施加压力，以获取制度规定的劳工权益，从
而减少失去工作带来的损失 ［１３］ 。 同乡聚集引发的互助行为或集体行动事实上弥补了政府监管

的不足。 进一步，同乡聚集形成的监管的非正规性，以及农民工本身是参与者，因而这种监管具

有很强的个人理性。 依据劳工权益的效用来调整互助行为或集体行动的方向，在雇员聚集和雇

员－管理者聚集对于控制性职业安全效用上形成分歧。 雇员聚集会因同群效应放大压力，互助

行为或集体行动会集中于集体维权、破坏生产秩序等，促进控制性职业安全的取得；当同乡聚集

中有管理者参与时，管理者则会出于稳定生产和控制成本需要，要么利用人情机制降低压力，要
么将部分劳工权益的成本转化为工资，抑制控制性职业安全的取得。

（三）同乡聚集与职业安全：进一步讨论

虽然大量研究都关注了移民网络的社会经济后果，却很少探索其中的机制。 此外，个体差

异必然决定了农民工会以不同方式和效率使用同乡网络，最终导致不同的职业安全。 因此，有
必要围绕效应的形成机制和异质性做进一步讨论。

第一，机制的复杂性。 对于不同维度的职业安全，同乡聚集效应的生成机制必然不同。 同

乡聚集通过剥夺感对感知性职业安全起作用，因为剥夺感会调整个体焦虑程度，从而改变对未

来失去工作的概率判断，雇员身份和雇员－管理者身份的同乡聚集由于网络结构和参与动机的

差异，会引导剥夺感朝不同方向变化，前者会增加剥夺感，而后者会降低剥夺感。 同乡聚集对控

制性职业安全的影响主要通过集体行动实现 ［３２］ ，当制度无法保障权益获取时，同乡网络有利于

动员相关个体通过集体行动获取劳工权益。 雇员和雇员－管理者身份的同乡聚集也会引导集体

行动朝不同方向变化，前者促进集体行动，而后者会阻碍集体行动。
第二，效应的异质性。 聚集范围会引发同乡聚集效应上的差异。 许多学者都认为同乡聚集

应同时体现于工作和居住空间 ［３３－３４］ ，两者基于共同社会网络，在要素资源上实现互通 ［１７］ 。 居

住空间的同乡聚集实质性拓展了工作空间的同乡聚集。 对于兼具两者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
在资源获取、网络支持等方面比仅处于工作空间同乡聚集更具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规模的

扩大，同群效应也更强。 结合前述分析，当工作空间的同乡聚集仅包含雇员身份参与者时，如果

居住空间也存在同乡聚集，更强的同群效应将会强化对感知性职业安全的负面影响，更多资源

和网络支持则会提升对控制性职业安全的正面影响。 同样，当工作空间同乡聚集还包含管理者

身份的参与者时，同时具备居住空间的同乡聚集则会削弱管理者为了稳定生产和控制成本的努

力，致使其对感知性职业安全的正面影响和对控制性职业安全的负面影响被弱化。
另一个可能导致同乡聚集效应差异的是依附程度。 同乡聚集虽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落脚，

但随着能力的提升，他们会逐步摆脱对同乡网络的依赖。 人力资本和职业阶段较多被用来表征

农民工对同乡聚集的依附程度。 Ｅｄｉｎ［８］ 和 Ｄａｍｍ［９］ 的研究表明，较高人力资本的移民在劳动力

市场上具备更强的谈判能力，更少依赖同乡网络。 魏万青 ［１１］ 发现农民工在初次就业过程中，由
于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缺乏了解，会更加依赖同乡聚集，以规避风险；但随着就业经验的积累，对
本地劳动力市场了解更多，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会倾向于摆脱同乡网络。 结合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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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无论是雇员身份的同乡聚集，还是雇员－管理者身份的同乡聚集，对于更高人力资本和职

业阶段的农民工而言，同群效应的影响有限，从同乡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也较低，同时管理

者利用同乡网络稳定生产和降低成本的努力也会更缺乏效力，两类同乡聚集对感知性和控制性

职业安全不同方向的影响程度也因此变得更弱 ［３５］ 。
本文待检验的假设可概括为：
假设 １：同乡聚集会对农民工职业安全产生实质影响，雇员聚集会对感知性职业安全产生显

著负向影响，而对控制性职业安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１ａ） 。 雇员－管理者聚集会对感知性

职业安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控制性职业安全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１ｂ） 。
假设 ２：同乡聚集包含居住聚集时，假设 １ａ 的效应更强，假设 １ｂ 的效应更弱。
假设 ３：人力资本和职业阶段更高的农民工，假设 １ａ 和假设 １ｂ 的效应都更弱。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１０ 月针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七个大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

的调查，选取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大城市，涵盖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广州、深圳。
内容涉及个人、家庭、工作和生活状况，特别考察了流出地宗族社会网络、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

中同乡人口组成，采用配额抽样和被访者驱动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样本显示了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共发放问卷 ４２１５ 份，获取有效问卷 ３５８８ 份，有效率为 ８５．１％。 由于职业安全主要针对受

雇型就业，只选取 ２６３７ 个受雇农民工样本，占样本总数的 ７３． ５％，其中上海 ４０９ 个，杭州 ３７２
个，宁波 ３３５ 个，南京 ３６９ 个，合肥 ３５１ 个，广州 ３９６ 个，深圳 ４０５ 个。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１． 被解释变量。 感知性职业安全利用问卷中受访者对“未来一年内被解雇或辞退的可能

性”的判断来衡量，１ 代表非常大，４ 代表非常小；控制性职业安全包含替代工作预期，利用问卷

中受访者对“如果离开这家单位，您找到更好工作的可能性”的判断来衡量，１ 代表非常小，４ 代

表非常大，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享有社会保险。
２． 核心解释变量：同乡聚集。 借鉴 Ｏｓｙｐｕｋ 的做法 ［３６］ ，在工作单位的同乡（相同区县来源）

占比上做进一步划分：占比在 ５０％以下，视作无同乡聚集，赋值为 ０；占比在 ５０％以上，以 ５０％、
７５％和 ９０％作为分割点构建有序多分类变量，分别赋值 １、２、３，衡量同乡聚集规模。 本文将成

员中含有雇主等管理者界定为雇员－管理者聚集，其余界定为雇员聚集。
３． 控制变量。 结合已有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有三类：个体层面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民

族、教育、健康、政治面貌、参军经历、村干部经历、职业技能证书、非农工作时间、来本城市时间、
从事当前工作时间、更换工作次数；家庭层面包括当前城市家人亲戚数量、朋友数量；企业层面

包括所有制、经营状况；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产业和城市。 此外，一些内生的个人特征如长期居留

意愿也需被控制。 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３７］ 认为具有临时迁移动机的移民会在社会网络投资和个人权益获

取上短视，意味着这一变量会同时影响同乡聚集选择和职业安全，若遗漏将使结果产生偏误。
４． 工具变量。 尽管通过补充可观测的遗漏变量能部分缓解内生性，但仍存在一些无法观测

的因素会导致识别上的偏差，同时克服反向因果也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相关研究很少利

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仅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进行处理 ［１０］ 。 本文选择农民工老家宗族

人口规模作为工具变量，以老家所在村同一姓氏人口数量衡量，原因在于：一是宗族人口规模与

同乡聚集呈高度正相关。 农民工最有可能借助宗族关系在城市寻找工作，并前赴后继式地进入

同一工作空间，宗族人口规模越大，关系网也越大，农民工在同一工作空间内聚集的规模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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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二是宗族人口规模与职业安全不直接相关。 宗族关系网仅支撑了农民工获取工作并在城

市落脚，即跨越由乡到城的“门槛” ，而对进城后的经济社会结果不产生直接影响。
５． 机制变量。 本文的机制变量为剥夺感和集体行动。 借鉴 Ｗｅｉ 和 Ｇａｏ［３２］ 的研究，本文利用

受访者对“您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企业剥削？”的回答来测量剥夺感，１ 表示最低，４ 表示最

高。 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可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类，前者主要通过工会完成，以是否参加工会来

衡量；后者通常由同乡自发形成，缺乏组织性，通过询问“如果你在工作中的权益受到侵害，你的

老乡工友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维权”衡量，１ 表示最低，４ 表示最高。
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及说明
总样本（ Ｎ ＝ ２６３７） 同乡聚集（ Ｎ ＝ ３６２） 非同乡聚集（ Ｎ ＝ ２２７５）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感知性职业安全 ３．４１２ ０．６２８ ３．４３６ ０．６７２ ３．４０８ ０．６２０

控制性职业安全

　 替代工作预期 ２．４２５ ０．８１４ ２．３９２ ０．８５９ ２．４３０ ０．８０７

　 劳动合同（ １ ＝有；０ ＝无） ０．６７３ ０．４６９ ０．５２５ ０．５００ ０．６９７ ０．４６０

　 社会保险（ １ ＝有；０ ＝无）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８ ０．１６３ ０．３７０ ０．２３６ ０．４２５

同乡聚集 １．２４２ ２．６７７ １．７６０ ０．８１６ ０ ０

年龄（岁） ２９．６９ ９．８８ ３２．６１０ １１．３４ ２９．２２６ ９．５４８

性别（１ ＝男；０ ＝女） ０．５８８ ０．４９２ ０．６５７ ０．４７５ ０．５７７ ０．４９４

婚姻状况（ １ ＝已婚；０ ＝未婚） ０．４３９ ０．４９６ ０．６０２ ０．４９０ ０．４１３ ０．４９２

民族（１ ＝汉族；０ ＝少数民族） ０．９６５ ０．１８４ ０．９６１ ０．１９３ ０．９６６ ０．１８２

教育程度（ １ ＝没上过学；２ ＝ 小学；３ ＝ 初中；

４ ＝高中；５ ＝ 中专 ／ 技校 ／ 职高；６ ＝ 大专；７ ＝

本科；８ ＝研究生及以上）

４．７７８ １．８２５ ３．７７６ １．６１３ ４．９３８ １．８０７

自评健康（ １ ～ ５ 级） ４．００８ ０．８２６ ４．１５２ ０．８３３ ３．９８５ ０．８２３

政治面貌（ １ ＝中共党员；０ ＝其他） ０．１０８ ０．３１１ ０．０６８ ０．２５３ ０．１１３ ０．３１６

参军经历（ １ ＝有；０ ＝无） ０．０２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６３

村干部经历（ １ ＝有；０ ＝无）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１９ ０．１３８

职业技能证书（ １ ＝有；０ ＝无） ０．３８８ ０．４８７ ０．２５７ ０．４３８ ０．４０９ ０．４９２

非农工作时间（年） ９．３０４ ９．１７８ １２．３３３ １０．５３７ ８．８２３ ８．８５２

来本城市时间（年） ７．０９１ ６．９２４ ６．７７６ ７．０２４ ７．１４１ ６．９０９

从事当前工作时间（年） ３．６９１ ４．２０４ ４．０６６ ４．８３９ ３．６３２ ４．０９２

更换工作次数（次） １．０６３ ０．３３ １．１０２ ０．４１２ １．０５７ ０．３１４

长期居留意愿（ １ ＝有；０ ＝无）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８ ０．３３７ ０．４７３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９

所有制结构

　 国有、外资及合资企业 ０．３０４ － ０．２２４ － ０．３１７ －

　 集体企业 ０．０２６ － ０．０２２ － ０．０２６ －

　 私营企业 ０．６１３ － ０．７１０ － ０．５９７ －

　 个体户及其他 ０．０５７ － ０．０４４ － ０．０５９ －

经营状况（ １ ～ ４ 级） ２．９９６ ０．４３６ ２．９７０ ０．４６１ ３．０００ ０．４３１

行业：制造业 ０．３３９ － ０．３９５ － ０．３３０ －

　 　 建筑业 ０．１４９ － ０．２９３ － ０．１２６ －

　 　 服务业 ０．４６５ － ０．２７６ － ０．４９５ －

　 　 低端服务业 ０．３３０ － ０．２４３ － ０．３４３ －

　 　 中高端服务业 ０．１３５ － ０．０３３ － ０．１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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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限制，工具变量、机制变量和家庭层面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省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同乡人数超过 ５０％的样本为 ３６２ 个，仅占样本总量的 １３．７３％，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未面临同

乡聚集。 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处在高中、中专 ／技校 ／职高水平，３８． ８％拥有职业技能证书。
接近 ７ 成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中就业①，且 ６１．３％供职于私营企业。 从聚集组和非聚

集组的比较可以发现，聚集组的感知性职业安全高于非聚集组，而控制性职业安全则普遍低于

非聚集组。 一些差异也与同乡聚集的选择相关联，聚集组在劳动经历上具备优势，而非聚集组

的优势则体现在人力资本上。 聚集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等低技能产业的

个体私营企业中，这与以往研究发现建筑、制造业倾向依赖同乡关系招揽工人 ［３８］ ，以及餐饮、住
宿、家政等对技能要求不高的生活性服务业容易出现同乡同业现象相吻合 ［３９］ 。 聚集组的长期

居留意愿显著低于非聚集组，表明依靠同乡网络是农民工无法扎根城市的权宜之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实证结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１）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②，同时引入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及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的基准回归。 （２）通过样本调整和测量变化进行稳健

性检验。 以上结果对假设 １ａ 和假设 １ｂ 进行检验。 （３）识别同乡聚集效应形成的机制。 （ ４）依

据聚集范围和依附程度分析同乡聚集效应的异质性。 以上结果对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进行检验。
（一）基准回归：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的估计

同乡聚集是一个非随机事件，同时样本均为受雇农民工，因此计量分析必须面对无法观测

的遗漏变量、反向因果、样本选择偏差等挑战。 本文同时利用工具变量回归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以缓解可能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使用宗族人口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并将迁移模式纳入样

本选择方程，形成限制性约束。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显示，在缓解了内生性及样本选择偏差后，雇员聚集未对感知性职业安全产生显著影

响；随着聚集程度的增长，雇员－管理者聚集的效应越来越强，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雇员

聚集并未放大农民工对未来失去工作风险的感知，同群效应不起作用，可能是农民工在大城市

劳动力市场上始终处于劣势，无论聚集与否，心理上已经适应了频繁更换工作和失业等高度不

稳定的职业状态 ［４０］ 。 当同乡聚集中有管理者参与时，管理者则会基于自身利益，借助同乡网络

降低农民工的心理焦虑和压力，以维护生产稳定。
控制性职业安全上，雇员聚集和雇员－管理者聚集均未显示出对替代工作预期的显著影响，

说明同乡聚集无法提供新工作机会以弥补失去当前工作而带来的资源损失，这意味着同乡聚集

事实上并不支持农民工个体超越工作空间的发展，同乡网络中的资源流动和共享仅局限于工作

空间内部。 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针对较为稀缺的向外发展资源，同乡聚集参与者之间更多表

现为一种竞争而非合作关系，个体获取这类资源首先必定满足自我需求，而较少进行共享，因此

同乡聚集成员关系的价值取向会针对不同种类资源而在利己和利他间进行调整，当一些资源并

不稀缺或者同乡伙伴在获取这些资源后无法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时，个体就会倾向选择利他的

关系取向，实现与同乡伙伴间的互助，已有发现同乡聚集有利于工作搜寻和就业质量的研究中，
一个隐含的前提便是先入者已在工作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并确保后来者无法对其超

越 ［４１］ ，而一旦资源变得稀缺且同乡伙伴在获取这些资源后可能会损害自身利益时，个体必然会

选择利己取向，实现对稀缺资源的独占。 此外，以上价值取向的调整也反映出随着城市生活时

间的延展和农民工代际调整，“功能性”已逐渐开始主导同乡关系，并与城市社会关系趋同。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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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低端服务业主要包括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及邮政、家政物业维修等居民服务业。
感知性职业安全和控制性职业安全中的替代工作预期采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控制性职业安全中的签订劳动合同和享有

社会保险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此可见，同乡聚集作为非正规性互助体系的价值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弱化。
雇员聚集和雇员－管理者聚集在对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享有的影响上，显示出截然相

反的趋势。 与理论框架一致，雇员聚集效应始终为正，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随着聚集程度的增

长，正向影响程度逐步增强；而雇员－管理者聚集效应始终为负，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随着聚集

程度的增长，负向影响程度逐步增强。
第一阶段回归中，宗族人口规模均对同乡聚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稳健 Ｆ 值均大于 １０，说

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假设。 弱工具变量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

表明，确实存在内生性且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 样本选择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迁移模式与

受雇就业选择间存在反向关系，即跨省流入农民工更倾向自雇就业。
表 ２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①

同乡聚集
感知性职业安全

雇员 雇员－管理者

控制性职业安全

替代工作预期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雇员 雇员－管理者 雇员 雇员－管理者 雇员 雇员－管理者

５０％（参照组） － － － － － － － －

５０％～７５％ －０．２４０

（０．４３０）
０．４２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３

（０．３０９）

－０．０９２

（０．１７６）
０．７２２∗∗∗

（０．１２９）

－０．７５８∗∗∗

（０．１９８）

０．９２７∗∗∗

（０．１４６）

－０．５４０∗∗∗

（０．１５６）

７５％～９０％ －０．４１６

（０．５２９）
０．６８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３７４）

－０．３５２

（０．２４９）
１．０１８∗∗∗

（０．１６７）

－１．１３１∗∗∗

（０．２４１）

０．８４７∗∗∗

（０．２１３）

－０．８０１∗∗∗

（０．２１３）

＞９０％ ０．０３９

（０．６７１）
０．７８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５７７）

－０．３８０

（０．２７４）
１．６２６∗∗∗

（０．２２４）

－１．６６４∗∗∗

（０．２６８）

１．３９８∗∗∗

（０．２４６）

－１．３２１∗∗∗

（０．２４４）

观测值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内生性检验

稳健回归 Ｆ 统计量 ３１．６３２∗∗∗ ３０．２２６∗∗∗ ３２．１４５∗∗∗ ３２．９９８∗∗∗ ３１．１３９∗∗∗ ３１．２２３∗∗∗ ３１．２４７∗∗∗ ３１．７０３∗∗∗

第一阶段回归

宗族人口规模 ０．３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３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３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３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３８１∗∗∗

（０．０６２）

０．３８２∗∗∗

（０．０６２）

０．３４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４３∗∗∗

（０．０６２）

稳健 Ｆ 统计量 ２１３．５８８∗∗∗ ２１３．４３８∗∗∗ ２１１．３１７∗∗∗ ２１１．３６６∗∗∗ ２１５．１０２∗∗∗ ２１５．１４４∗∗∗ ２１３．０９０∗∗∗ ２１３．３３５∗∗∗

观测值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弱工具变量检验

５％的沃尔德检验

临界值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８ １７．６７ １７．６５ １８．２６ １８．２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７５

样本选择方程

迁移模式 －０．２４４∗∗∗

（０．２８２）

－０．２４６∗∗∗

（０．２８３）

－０．２７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７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３∗∗∗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７∗∗∗

（０．２１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８２∗∗∗

（０．２１６）

观测值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７ ０．２６２ ０．２６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６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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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２ 所有回归都采用 ＣＭＰ（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方法，根据内生变量的数据类型，第一阶段回归采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样本选择方程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验证，主要依据 Ａｎｇｒｉｓｔ 和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９）建议的思

路，在表 ２ 的估计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进行 Ｔ 型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大小、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表明

工具变量只通过内生自变量而非控制变量影响结果变量，一定程度说明工具变量具备外生性。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在文中

显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综上，实证分析仅部分支持了假设 １ａ，可修正为：雇员聚集并未对感知性职业安全产生显著

影响，也未对控制性职业安全中替代工作预期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享

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１ｂ 也仅得到了部分支持，可修正为：雇员－管理者聚集对感知性职

业安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控制性职业安全中的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会保险享有产生显著负向

影响，但对替代工作预期不产生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稳健性检验的策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提高因果识别的有效性展开，利用倾

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对样本进行处理，并保留配对好的样本重复估计；二是基于同乡聚集程度的

不同划分标准展开，现行划分标准会因高聚集程度样本偏少而导致偏误，因此有必要对划分标

准进行适度调整并重复估计。 综合考虑分类后的样本数量，稳健性检验中将同乡聚集重新划分

为 ３ 个梯度，即小于 ５０％、５０％ ～ ８０％和大于 ８０％。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显著性水平、方向上与

之前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对假设 １ａ 和假设 １ｂ 的检验和修正后的结果均稳健①。
（三）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总体验证机制的存在，然后进一步探索这些机制在雇员聚集和雇员－管理者

聚集效应形成中如何发挥作用。 所有结果整合在表 ３ 中。
表 ３　 机制分析

同乡聚集
剥夺感 正规集体行动 非正规集体行动

总体 雇员 雇员－管理者 总体 雇员 雇员－管理者 总体 雇员 雇员－管理者

＜５０％（参照组） － － － － － － － － －

５０％～７５％ －０．４３５∗∗∗

（０．１２５）

－０．６８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７∗

（０．１５２）

－０．９９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８９７）

－０．９３５∗∗∗

（０．１５４）

－０．４５５∗∗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１３）

７５％～９０％ －０．２６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３）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０）

－１．０３８∗∗∗

（０．１１９）

０．４５２∗∗∗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０∗∗∗

（０．１６７）

－０．６３９∗∗

（０．２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７）

－０．４０９∗∗∗

（０．１５１）

＞９０％ －０．７０４∗∗∗

（０．１６７）

－０．６９８

（０．２５４）

－０．５８２∗∗

（０．２４３）

－１．５９８∗∗∗

（０．１４２）

０．５５０∗∗∗

（１．３５４）

－１．６１６∗∗∗

（０．２４２）

－０．７９４∗∗

（０．３７３）

－０．２１６

（０．３５６）

－０．３６２∗∗

（０．１７１）

观测值 ２６３７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６３７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２６３７ ２４１１ ２４６９

　 　 从总体的结果看，同乡聚集显著降低了剥夺感以及正规和非正规集体行动的概率，随着聚

集水平增长，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增大，表明同乡聚集确实会通过剥夺感和集体行动影响农民工

职业安全。 从不同聚集类型样本的结果看，雇员聚集未对剥夺感产生显著影响，而雇员－管理者

聚集显著削弱了剥夺感，因此剥夺感无疑是雇员－管理者聚集影响感知性职业安全的重要机制；
雇员聚集对正规集体行动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非正规集体行动的影响不显著，因而正规

集体行动是雇员聚集影响控制性职业安全的重要机制；雇员－管理者聚集对正规和非正规集体

行动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因而两者均为雇员－管理者聚集影响控制性职业安全的重要机制。
与魏万青发现农民工较少通过正规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不同，当前农民工若以雇员身份形成

同乡聚集，则更倾向借助工会维护权益，并非依靠同乡间自发组织的集体行动，这表明随着城市

化推进和市民化制度的普及与完善，农民工借助正规渠道维护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 但这一趋

势仍很脆弱，当有管理者身份的参与者时，很容易被管理者在同乡网络中创造的人情机制瓦解。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聚集范围和依附程度探索同乡聚集效应的异质性。 表 ４ 针对聚集范围异质性的

结果显示，在雇员－管理者聚集对于感知性职业安全的正向效应上，非居住聚集样本高于居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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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显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集样本，说明居住聚集放大了农民工感知到未来失去工作的压力和紧张情绪，削弱了管理者通

过降低雇员剥夺感知保障资本对劳动持续剥削的效力。 雇员聚集对于控制性职业安全的正向

效应的显著性和程度都随着样本兼具居住聚集而增强，而雇员－管理者聚集负向效应的程度随

着样本兼具居住聚集而减弱，表明居住聚集确实扩展了同乡网络，通过增强同群效应，农民工更

可能借助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削弱管理者借助同乡关系给权益获取制造的障碍，假设 ２
被证实。

表 ４　 聚集范围异质性

同乡聚集

感知性职业安全

非居住聚集 居住聚集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控制性职业安全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非居住聚集 居住聚集 非居住聚集 居住聚集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５０％（参照组） － － － － － － － － － － － －

５０％～７５％ －１．１０３

（０．４１４）
０．６３７∗∗∗

（０．２３９）

－０．２５４

（０．３４０）
０．３７４∗∗∗

（０．１４６）

－０．３３２

（０．３２１）
－１．９２１∗∗∗

（０．１４７）

０．８９９∗∗∗

（０．１４１）

－０．４８３∗

（０．２６４）

０．２４５

（０．３５９）
－１．４０２∗∗∗

（０．１６９）

１．３２１∗∗∗

（０．１５９）

－０．３４０∗

（０．１９０）

７５％～９０％ －１．６０４

（０．２９５）
１．０５０∗∗

（０．４９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８１）
０．６４０∗∗∗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６

（０．４００）
－２．７８５∗∗∗

（０．２３０）

１．１９０∗∗∗

（０．１７２）

－０．７６７∗∗

（０．２４１）

０．１８８

（０．４２２）
－１．５９２∗∗∗

（０．２６３）

１．３６６∗∗∗

（０．２３２）

－０．７２１∗∗∗

（０．２５６）

＞９０％ －１．７１３

（０．３１０）
０．８６９∗

（０．４６１）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１）
１．０７９∗∗∗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９

（０．４４１）
－２．８２７∗∗∗

（０．３０１）

１．９３４∗∗∗

（０．２７３）

－１．５０２∗∗∗

（０．３８４）

１．４８７∗∗∗

（０．３４３）

－２．３７４∗∗∗

（０．３５７）

１．７６４∗∗∗

（０．３３６）

－１．２５５∗∗∗

（０．２８２）

观测值 ８８７ ８９０ １５２４ １５７９ ８８７ ８９０ １５２４ １５７９ ８８７ ８９０ １５２４ １５７９

　 　 注：由于同乡聚集对替代工作预期不存在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剔除了这部分内容。

依附程度异质性从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两方面展开。 Ｍｉｎｃｅｒ 认为工资收入能较好地反映

人力资本水平 ［４２］ ，本文借助这一思路，将低于月工资中位数的样本归为低人力资本组，反之，归
为高人力资本组①，结果如表 ５。

表 ５　 人力资本异质性：低人力资本 ｖｓ 高人力资本

同乡聚集

感知性职业安全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控制性职业安全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５０％（参照组） － － － － － － － － － － － －

５０％～７５％ －０．５４８∗∗∗

（０．１５０）

０．５１６∗

（０．２８０）

－１．１３０∗∗∗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３∗∗

（０．２１０）

１．０３４∗∗∗

（０．１５４）

－１．０１８∗∗∗

（０．１５８）

－１．９３９∗∗∗

（０．２４２）

－０．１６９

（０．２４６）
１．９１４∗∗∗

（０．１３５）

－０．８５６∗∗∗

（０．２３３５）

－１．５９０∗∗∗

（０．２２５）

－０．６８８∗∗∗

（０．３１９）

７５％～９０％ －０．６４３∗∗

（０．２５２）

０．７８９∗∗

（０．３６６）

－１．６２２∗∗∗

（０．３５３）

０．６９１∗∗∗

（０．２００）

１．１８１∗∗∗

（０．１９０）

－１．０８０∗∗∗

（０．２３６）

－１．３８２∗∗∗

（０．２８５）

－１．１９２∗∗∗

（０．２３７）

２．１５２∗∗∗

（０．１６９）

－１．４７７∗∗∗

（０．３７２）

－１．７９３∗∗∗

（０．２４２）

－０．４３７

（０．２８６）

＞９０％ －０．５３７∗

（０．２９１）

１．３１０∗∗∗

（０．４４０）

－１．１８２∗∗∗

（０．３２２）

０．５６１∗∗

（０．２５６）

１．８６３∗∗∗

（０．２７０）

－１．８８９∗∗∗

（０．２５５）

－２．３２１∗∗∗

（０．３２６）

－１．４３０∗∗∗

（０．２５５）

２．８２０∗∗∗

（０．２１７）

－２．２５７∗∗∗

（０．４７２）

－２．２３３∗∗∗

（０．３６７）

－１．０５８∗∗∗

（０．２８９）

观测值 １５８７ １６０７ ８２４ ８６２ １５８７ １６０７ ８２４ ８６２ １５８７ １６０７ ８２４ ８６２

　 　 表 ５ 的结果基本与假设 ３ 相吻合，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雇员－管理者聚集对所有职业

安全变量的效应都显现出明显减弱的趋势，表明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确实会较少依赖同乡聚集

来保障职业安全；雇员聚集效应仅在控制性职业安全上出现减弱，在感知性职业安全上却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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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剔除了不同城市 ＣＰＩ 的影响后，样本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 ３０００ 元。



增强，可能的原因是失去高收入工作所带来的损失会更大，压力和紧张情绪的水平也更高，尽管

高人力资本农民工可较少依赖同乡聚集，但雇员聚集仍会放大可能的剥夺感。 此外，高人力资

本样本中雇员聚集对控制性职业安全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雇员聚集效应是消极的，印证了

Ｅｄｉｎ、Ｄａｍｍ 和 Ｘｉｅ 等认为的同乡聚集会限制高技能移民发展的观点。
本文区分首职和非首职样本进行职业阶段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职业阶段异质性：首职 ｖｓ 非首职

同乡聚集

感知性职业安全

首职 非首职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１） （２） （３） （４）

控制性职业安全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首职 非首职 首职 非首职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雇员

雇员－

管理者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５０％（参照组） － － － － － － － － － － － －

５０％～７５％ －１．６９５∗∗∗

（０．２６４）

０．７６４∗∗∗

（０．２４６）

０．３９７

（０．４０１）
０．４３８∗∗∗

（０．１３４）

１．１９９∗∗∗

（０．１４５）

－０．６５０

（０．４３９）
０．５７６∗∗∗

（０．１６７）

－０．７４８∗∗∗

（０．１４８）

２．３１０∗∗∗

（０．１２８）

－１．０６９∗∗∗

（０．３６８）

０．５１０

（０．８０９）

－０．５６６∗∗∗

（０．１７１）

７５％～９０％ －１．６２２∗∗∗

（０．４５８）

２．０２１∗∗∗

（０．２８７）

０．０１８

（０．５３７）
０．５２１∗∗∗

（０．１７４）

１．９０８∗∗∗

（０．１９７）

－０．９２０

（０．５８７）
０．７１５∗∗∗

（０．２０５）

－１．２１９∗∗∗

（０．２０２）

２．６９２∗∗∗

（０．１８６）

－０．７３９∗∗

（０．３６２）

０．４４７

（１．０１２）

－１．１０４∗∗∗

（０．２７６）

＜９０％ －１．７３１∗∗∗

（０．５６１）

６．４９０∗∗∗

（０．２９１）

０．６７６

（０．６０３）
０．７６８∗∗∗

（０．１６７）

２．８２８∗∗∗

（０．３３６）

－２．１４４∗∗∗

（０．６２３）

１．０７８∗∗∗

（０．２７４）

－１．５８０∗∗∗

（０．１８５）

３．０８７∗∗∗

（０．３００）

－２．０８９∗∗∗

（０．６４０）

０．９０８

（１．１９５）

－１．４６９∗∗∗

（０．２７０）

观测值 ８３１ ８２８ １５８０ １６４１ ８３１ ８２８ １５８０ １６４１ ８３１ ８２８ １５８０ １６４１

　 　 从表 ６ 的结果看，相比首职样本，非首职样本中雇员聚集和雇员－管理者聚集的效应程度总

体上更弱，表明更高职业阶段的农民工逐步摆脱了对同乡网络的依赖，假设 ３ 被证实。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工作空间的同乡聚集为切入点，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七个大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考察了其对农民工职业安全的影响并发现：第一，同乡聚集对农民工职业安全存在实质影响，雇
员聚集显著增进了控制性职业安全，雇员－管理者聚集则显著提升了感知性职业安全，但抑制了

控制性职业安全。 第二，剥夺感和集体行动是同乡聚集效应形成的重要机制，雇员聚集通过增

强正规集体行动来提升控制性职业安全，雇员－管理者聚集通过削弱剥夺感提升感知性职业安

全，通过抑制正规和非正规集体行动降低控制性职业安全。 第三，居住聚集放大了雇员聚集效

应，削弱了雇员－管理者效应；更高人力资本和职业阶段的农民工更少依赖同乡聚集。 对于样本

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导致的计量偏误，本文同时使用补充遗漏变量、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

回归进行有效因果推断，结果均稳健。
本文的发现具有鲜明的政策涵义。 短期应加大劳动保障监管，强化对劳动权益保护相关法

规制度的宣传，提升劳动保护意识，营造和谐健康的劳资关系，消除同乡雇主对权益的侵害。 长

期应促使农民工摆脱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通过推进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

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完善的技能等级制度和评价体系，实现基于个人能力的职业发展。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ｓｓｅｙ Ｄ Ｓ， Ｄｅｎｔｏｎ Ｎ Ａ．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１９９８，６７（２） ：２８１－３１５．
［２］ Ｍａｒｗｅｌｌ Ｎ Ｐ， Ｇｕｌｌｉｃｋｓｏｎ Ａ．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ｔｏ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８７（２） ：３１９－３５３．

７８

第 ６ 期 叶俊焘，蔡丽明 　 同乡聚集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安全



［３］Ｃｌａｒｋ Ｋ，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 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 ．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Ｕ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２３－１２９．

［４］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８，２５（３） ：１７９－２１７．

［５］Ｂｏｒｊａｓ Ｇ Ｊ．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７（２） ：８９－１２２．
［６］Ｃｕｔｌｅｒ Ｄ Ｍ，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 Ｌ， Ｖｉｄｇｏｒ Ｊ Ｌ． Ｗｈｅｎ ａｒｅ Ｇｈｅｔｔｏｓ Ｂａ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６３（３） ：７５９－７７４．
［７］Ｂｏｌｔ Ｇ， ｖａｎ Ｋｅｍｐｅｎ Ｒ．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 Ｊ］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２０（４） ：１３６－１５８．
［８］Ｅｄｉｎ Ｐ Ａ， 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 Ｐ， Ａｓｌｕｎｄ 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１８（２） ：３２９－３５７．
［９］Ｄａｍｍ Ａ Ｐ．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２７（８） ：２８１－３１４．
［１０］张春泥，谢宇 ．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Ｊ］ ．社会，２０１３，３３（１） ：１１３－１３５．
［１１］魏万青 ． 自选择、职业发展与农民工同乡聚集的收入效应研究［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６，３１（５） ：１６４－１８８．
［１２］ Ｚｈａｏ Ｍ Ｈ， Ｊｉｎ 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ｏｗ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Ｊ］ ．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３４（５） ：７８９－８０８．
［１３］魏万青， 高伟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Ｊ］ ． 社会， ２０１９，３９

（２） ：１６０－１８５．
［１４］ Ｅｓｓｅｒ Ｉ， Ｏｌｓｅｎ Ｋ Ｍ．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Ｊｏｂ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２８（４） ：４４３－４５４．
［１５］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 Ｒ．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７（３） ：１２７－１４１．
［１６］Ｐｏｒｔｅｓ Ａ， Ｊｅｎｓｅｎ Ｌ．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Ｍｉａｍ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ｒｉｅｌ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９，５４（３） ：９２９－９４９．
［１７］Ｘｉｅ Ｙ， Ｇｏｕｇｈ Ｍ．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Ｊ］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１， ４８（４） ：１２９３－１３１５．
［１８］ Ｚｈｏｕ Ｍ， Ｌｏｇａｎ Ｊ Ｒ．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ｔｈ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ｓ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９，５４（３） ：８０９－８２０．
［１９］Ｚｈａｎｇ Ｃ Ｎ， Ｘｉｅ Ｙ．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５０（１４） ：３０１１－３０２６．
［２０］张春泥， 刘林平 ． 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 Ｊ］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８，

２３（４） ：１３８－１６２．
［２１］ Ｌｅｅ Ｃ Ｋ．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Ｗｏｍｅｎ ［Ｍ］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３８－４２．
［２２］ Ｗｉｔｔｅ Ｈ Ｄ．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８） ：１０２５－１０４３．
［２３］ Ｖｕｕｒｅｎ Ｃ，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 Ｐ 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３） ：１３３－１４６．
［２４］Ｗｉｌｓｏｎ Ｇ， Ｍｏｓｓａｋｏｗｓｋｉ Ｋ． Ｊｏｂ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 ｂｙ Ｒａ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２０１２，５６（１１） ：１５０９－１５２４．
［２５］ Ｊａｈｏｄａ 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Ｍ］ ．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２２５－２３０．
［２６］Ｂｌａｕ Ｐ Ｍ．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６４，３４（２） ：１９３－２０６．
［２７］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Ｓ． Ｈｏ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１） ：１－２２．
［２８］Ｄｅｋｋｅｒ Ｓ，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Ｗ Ｂ．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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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５，３０（１） ：５７－６３．
［２９］Ｈｏｂｆｏｌｌａ Ｓ 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１

（５） ：１４４６１－１４４６５．
［ ３０］ Ｓｈｉｎ Ｊ，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Ｓ， Ｓｅｏ Ｍ 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５５（３） ：７２７－７４８．

［３１］Ｍａ Ｌ， Ｘｉａｎｇ Ｂ．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８，１５５（２） ：５４６－５８１．

［３２］Ｗｅｉ Ｗ Ｑ， Ｇａｏ Ｗ．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２９（５） ：５７０－５９０．

［３３］郑思齐， 廖俊平， 任荣荣，等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４６（２） ：７３－８６．
［３４］陆铭， 张爽 ．“人以群分”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 Ｊ］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０７，（３） ：９９１－１０２０．
［３５］Ｐａｕｌ Ａ Ｍ．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ｒ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１６（６） ：１１５－１２９．
［３６］Ｏｓｙｐｕｋ Ｔ Ｌ， Ｒｏｕｘ Ａ， Ｈａｄｌｅｙ Ｃ． Ａｒ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６９（１） ：１１０－１２０．
［３７］Ｄｕｓｔｍａｎｎ Ｃ， Ｇöｒｌａｃｈ Ｊ 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６，５４

（１） ：９８－１３６．
［３８］蔡禾，贾文娟 ．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 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Ｊ］ ．社会，

２００９，２９（５） ：１－２０．
［３９］吴重庆 ． “界外”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Ｊ］ ．开放时代，２０１４（１） ：１４５－１５４．
［４０］李强 ．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Ｍ］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４１］ Ｊａｈｎ Ｅ， Ｎｅｕｇａｒｔ Ｍ． Ｄｏ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Ｈｅｌｐ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Ｊｏ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Ｊ］ ．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０，６５（２） ：１１１－１３４．
［４２］Ｍｉｎｃｅｒ Ｃ Ｊ．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９，５９

（１） ：１８５－１９４．

（责任编辑：刘浩）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ＹＥ Ｊｕｎｔａｏ， Ｃ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ｉ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ｍａｋ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ｕｔ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ａｎａｇｅｒ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ａｎａｇ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ｍａｎａｇ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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